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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伊斯兰社会与政治思潮的重要表现形式，萨拉菲主义是西方

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英文文献从历史多重语境的视角出

发对萨拉菲主义的本体论进行了探究，围绕萨拉菲主义的教团实践、政党政

治实践及反政府武装的暴力实践等问题形成了多元化的萨拉菲主义实践论

观点。 在萨拉菲主义的地区与全球影响方面，英语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即
在“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全球网络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甚至

可能解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有国际体系。 英文文献对萨拉菲主义的研

究呈现出题材多样、观点多元的特征，但也存在许多西方特有的局限性，主要

表现为安全化思维惯性，以及在方法上长期无法摆脱“建构”与“解构”的二律

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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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撒哈拉以南非洲反政府武装问题及其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影响研究”
（１４ＣＧＪ００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非洲的萨拉菲主义：理论与现实”（１５ＪＤＦＺ０２ＹＢ）的阶段

性成果。



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述评


　 　 “９·１１”事件以来，学界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入，无论是恐怖主义外部的组织

建构，还是其内在的意识形态，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 伴随“基地”组织和“伊
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索马里“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尼日利亚“博科圣地（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等恐怖组织的崛起及其极端意识形态的泛滥，萨拉菲主义（Ｓａｌａｆｉｓｍ）①引发了

学界的高度关注，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英文文献对萨拉菲主义的

研究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一是历史语境中萨拉菲主义的本体论研究；二是宗教

政治视域下萨拉菲主义的实践论研究；三是地缘政治背景下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力

评估。

一、 历史语境中的萨拉菲主义本体论研究

要厘清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尤其是回答萨拉菲主义是否必然导致恐

怖主义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理解萨拉菲主义的本体论问题。 对此，英文文献试图从

历史语境的视角阐释萨拉菲主义的本体论。
第一，围绕萨拉菲主义的本质属性问题，学界形成了“组织性存在”和“思潮性存

在”两派观点。
持“组织性存在”观点的学者认为，萨拉菲主义是现代伊斯兰教的改革派，并在宗

教理念上将《古兰经》和“圣训”奉为真主旨意。 该派学者指出，萨拉菲主义源于 ２０ 世

纪初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穆罕默德·阿布杜（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ｕｈ）等领导的埃及“萨拉菲派”。② 约翰·埃斯波西托（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在此基

础上回溯了萨拉菲主义的起源，主张“萨拉菲派”是受到更早的马立克教派（Ｍａｌｉｋ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影响而产生的。③ 雅各布·霍伊吉尔特（ Ｊａｃｏｂ Ｈøｉｇｉｌｔ）通过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新传统萨拉菲派（Ｎｅ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Ｓａｌａｆｉ）”的研究，从萨拉菲主义的现代复兴

入手，得出了萨拉菲主义是一种“组织性存在”的结论。④

持“思潮性存在”观点的学者认为，将萨拉菲主义视为改革派或改革运动引领者

的看法是不恰当的。 他们更赞同萨拉菲主义是一种通过实践来彰显其内在意义的

·５３·

①

②

③

④

萨拉菲主义是兴起于中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社会思潮，它主张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将先知穆

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的行为奉为典范。 参见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

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６－１１８ 页；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载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８４－９１ 页；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Ｊｉｈａｄ： Ｓｙｒｉａ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３１， ２０１２， ｐ． ５。

Ｓｈａｙｋ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ｉｓｈａｍ Ｋａｂｂａｎｉ， Ｔｈｅ “ Ｓａｌａｆ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Ａｓ⁃Ｓｕｎｎａ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９７， ｐ． ５．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Ｍｕｓｌｉｍ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１，
１９７６， ｐ． ３６．

Ｊａｃｏｂ Ｈøｉｇｉｌｔ， “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ｉｎｇ⁃Ｂｕｔ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Ｇｏｉｎｇ？，” ＮＯＲＥＦ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ｓｌｏ：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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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潮。① 由此，学者们注意到了萨拉菲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全球影响力。 库因

坦·维克托罗维茨（Ｑｕｉｎｔａｎ Ｗｉｋｔｏｒｏｗｉｃｚ）明确指出，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包含多元群

体在内的伊斯兰宗教思潮，其中囊括了本·拉登（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沙特阿拉伯穆

夫提 （Ｍｕｆｔｉ） 等形形色色的宗教人物及其思想。② 伊扎克 · 维斯曼 （ Ｉｔｚｃｈａｋ
Ｗｅｉｓｍａｎｎ）认为，萨拉菲主义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其中“哈里发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与“伊斯兰国家（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理念影响了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进程。③

艾哈迈德·穆萨里（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通过比较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伊斯兰主

义等核心思想，提出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复杂、多元的宗教意识形态，其发展并不依赖

某人的言论或某类组织的立场。④

依据萨拉菲主义 “思潮性存在”的观念，当代肆虐全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在
本质上可被视作一种宗教思潮。 马尔克·塞奇曼（Ｍａｒｃ Ｓａｇｅｍａｎ）通过研究“基地”
组织与美国之间的冲突，阐释了前者所崇奉的萨拉菲主义的全球“圣战”目标。⑤ 曼

努尔·托雷斯（Ｍａｎｕｅｌ Ｒ． Ｔｏｒｒｅｓ）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覆盖全球的萨拉菲主义

宗教网络及其赖以运转的思想动力，在该网络中，各组织都依赖萨拉菲主义的理念

实现整合。⑥ 马克·斯托特（Ｍａｒｋ Ｓｔｏｕｔ）则进一步明确了“圣战萨拉菲主义”作为一

种思潮的内涵与外延。 他认为，尽管大多数萨拉菲组织反对将萨拉菲主义等同于暴

力，但不可否认，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旗帜下，全球的恐怖主义组织逐渐形成了一个

松散的联合体。⑦

第二，围绕萨拉菲主义的渊源与流变问题，学界产生了“现代说”与“历史说”的
分歧。

持“现代说”的学者认为，萨拉菲主义起源于 ２０ 世纪初埃及的“萨拉菲主义运

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更倾向于萨拉菲主义是一种“组织性存

在”。 埃斯波西托认为，萨拉菲主义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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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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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Ａｔａｗｎｅｈ，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Ｓｅｌｆ⁃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９ ／ １１：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 ２５６； ［美］哈伊姆·马尔卡：《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

导权危机》，刘中民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９ 页。
Ｑｕｉｎｔａｎ Ｗｉｋｔｏｒｏｗｉｃｚ，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

２００６， ｐ． ２３５．
Ｉｔｚｃｈａｋ Ｗｅｉｓｍａｎｎ，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Ｓａｌａｆｉ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ａｇｈｄａ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 ２６７．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Ｆｏｒｕｍ Ｍｏｎｏ⁃

ｇｒａｐｈ，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ｐｐ． ４－３６．
Ｍａｒｃ Ｓａｇｅ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Ｊｉｈ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Ｖｏｌ． ４， Ｉｓｓｕｅ 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５， ｐ． １．
Ｍａｎｕｅｌ Ｒ． Ｔｏｒｒｅｓ， Ｊａｖｉｅｒ Ｊｏｒｄａｎ， Ｎｉｃｏｌａ Ｈｏｒｓｂｕｒ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３， ２００６， ｐ． ４０８．
Ｍａｒｋ Ｓｔｏｕｔ， “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ａｌａｆｉ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０， ２００９， ｐ．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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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而逐渐兴起的，并深受现代政治的影响。① 埃斯波西托进一步指出，萨拉菲主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称为“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
是哈桑·班纳（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Ｂａｎｎｅｒ）、赛义德·毛杜迪（Ｓａｙｙｉｄ Ａｂｕｌ Ａｌａ Ｍａｗｄｕｄｉ）、赛
义德·库特卜（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等萨拉菲主义的宣扬者对其进行激进化政治解读的结

果。 这种情况说明，萨拉菲主义是 ２０ 世纪的产物。②

艾哈迈德·穆萨里通过对“基地”组织的研究，指出当代萨拉菲主义并不等同于

传统意义上的萨拉菲主义，而是在“９·１１”事件及伊拉克战争后由一批激进的伊斯

兰主义者构建出的所谓“新萨拉菲主义（ｎｅｏ⁃Ｓａｌａｆｉｓｍ）”，或称之为“定叛圣战主义

（ ｔａｋｆｉｒｉ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③ 穆萨里由此认为，人们不仅不能从伊斯兰教的传统历史中寻

找萨拉菲主义的存在，甚至不能从 ２０ 世纪伊斯兰教的发展中去找寻它，因为萨拉菲

主义是 ２１ 世纪以来的产物。
持“历史说”的学者认为，“现代说”忽视了萨拉菲主义的历史属性，导致对萨拉

菲主义的碎片化解读。④ 事实上，劳伦·波诺弗瓦（Ｌａｕｒｅｎｔ Ｂｏｎｎｅｆｏｙ）通过对伊斯兰

教历史的研究，清晰地阐明了萨拉菲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内在机理。 萨拉菲主义是从

古代延续至今的一种重要宗教思潮。 从伊本·泰米叶（ Ｉｂｎ Ｔａｙｍｉｙｙａ）、穆罕默德·
本·阿卜杜·瓦哈卜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Ｗａｈｈａｂ） 到穆罕默德·沙乌卡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Ｓｈａｗｋａｎｉ），萨拉菲主义依循连续性的思想进行传承与发展。⑤ 谢

赫·穆罕默德·希沙姆·卡巴尼（Ｓｈａｙｋ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ｉｓｈａｍ Ｋａｂｂａｎｉ）则从伊斯兰

教义入手，辨析了萨拉菲主义的核心内涵，明确了所谓“先辈（Ｓａｌａｆ）”的指代，即伊斯

兰教创立后的四百年内，包括四大教派创始人在内的宗教先贤，将萨拉菲主义追溯

至伊本·泰米叶时代。⑥ 谢哈布·艾哈迈德（Ｓｈａｈａｂ Ａｈｍｅｄ）更是直接指出，当前包

括萨拉菲主义在内的现代伊斯兰运动的思想渊源都是源自对伊本·泰米叶思想的

解读。⑦ 亨利·劳兹雷（Ｈｅｎｒｉ Ｌａｕｚｉèｒｅ）的研究则超越了伊本·泰米叶的“历史上

限”，将萨拉菲主义的缘起回溯至 ９ 世纪的伊本·罕百勒（ Ｉｂｎ Ｈａｎｂａｌ）时代。 他认

为，那个时期的宗教学者已经开始使用“先辈礼仪”的概念，这恰是罕百里教法学派

的重要内容。⑧ 因此，无论萨拉菲主义是源于伊本·泰米叶亦或伊本·罕百勒，它都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７，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４， ｐ． ６．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Ｍｕｓｌｉｍ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１，

１９７６， ｐ． ３６．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ｐ． ３．
Ｈｅｎｒｉ Ｌａｕｚｉèｒｅ，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ａｆｉｙｙ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３６９．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Ｂｏｎｎｅｆｏｙ，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ＮＯＲＥ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Ｏｓｌｏ：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１．
Ｓｈａｙｋ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ｉｓｈａｍ Ｋａｂｂａｎｉ，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ｐ． ６．
Ｓｈａｈａｂ Ａｈｍｅｄ， “ Ｉｂｎ Ｔａｙｍｉｙｙａ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ｔａｎｉｃ Ｖｅｒｓｅｓ，” Ｓｔｕｄ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ａ， Ｎｏ． ８７， １９９８， ｐｐ． ６７－６８．
Ｈｅｎｒｉ Ｌａｕｚｉèｒｅ，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ａｆｉｙｙ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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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并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
第三，围绕萨拉菲主义的外延，学界探讨了它与瓦哈比主义的关系，形成了“同

义说”、“差异说”、“包含说”等多元观点。
主张“同义说”的学者认为，瓦哈比主义与萨拉菲主义只是同一种思潮的不同称谓

而已。 二者分享共同的核心主张：尊崇三代先贤，反对创新，视“苏菲派（ａｌ⁃Ｓｕｆｉｙｙａｈ）”
与“什叶派”为“异教徒”（ｋａｆｉｒ），拒绝“模仿（ｔａｑｌｉｄ）”，提倡“创制（ ｉｊｔｉｈａｄ）”。① 亚历山

大·卡尼什（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ｎｙｓｈ）认为，随着“基地”组织的崛起，其信仰的极端意识形

态被同时称为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② 库因坦·维克

托罗维茨则称，作为伊斯兰教的少数派，萨拉菲主义追随者为扩大影响力，借瓦哈比主

义的名号寻求发展。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③

持“差异说”的学者认为，虽然瓦哈比主义具有强烈的复古情怀，但萨拉菲主义所

强调的宗教修持等宗教实践更具吸引力。 因此，两者的诉求、手段都存在差异，不能将

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简单地混同。④ 塔里克·费罗（Ｔａｒｉｋ Ｋ． Ｆｉｒｒｏ）指出，瓦哈比

主义比萨拉菲主义更加保守，这体现在对异教徒的严苛态度，即对“定叛（ ｔａｋｆｉｒ）”思想

的过度使用上。⑤

艾哈迈德·穆萨里则主张“包含说”，他认为萨拉菲主义概念的外延远远超出瓦

哈比主义；后者的核心主张都包含在前者之中。 也就是说，所有的瓦哈比主义者都

可被视作萨拉菲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主义者都是瓦哈比主义者。⑥ 具体而

言，瓦哈比主义仅是萨拉菲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特定表现。⑦ 西瓦·马亨德拉

拉贾（Ｓｈｉｖａｎ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ｒａｊａｈ）进一步发展了“包含说”，认为瓦哈比主义是由萨拉菲主

义发展而来的。 作为一个萨拉菲主义者，阿卜杜·瓦哈卜在继承“循古”思想的基础

上，结合 １８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新情况，发展了瓦哈比主义，⑧即瓦哈比主义是 １８ 世

纪后萨拉菲主义在阿拉伯半岛发展的特殊形态。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Ｂ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８３－４８４； Ｊａｃｏｂ Ｏｌｉｄｏｒ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ｉｅｔｉｓｔ”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ｎｙｓｈ， “Ａ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ｎｇｅｒ：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ａｓ 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ｉｌ，” Ｄｉｅ Ｗｅｌｔ ｄｅｓ Ｉｓｌａｍｓ，
Ｖｏｌ． ４４，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４， ｐ． ８．

Ｑｕｉｎｔａｎ Ｗｉｋｔｏｒｏｗｉｃｚ，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
２００６， ｐ． ２３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Ａｔａｗｎｅｈ，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Ｓｅｌｆ⁃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９ ／ １１：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

Ｔａｒｉｋ Ｋ． Ｆｉｒｒ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ａｋｆｉ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５，
２０１３， ｐ． ７７３．

［美］哈伊姆·马尔卡：《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第 ２０ 页。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ｐ． ３．
Ｓｈｉｖａｎ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ｒａｊａｈ，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Ｐｕｒｉ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ｓ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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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教政治视域下的萨拉菲主义实践论研究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一批信奉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

织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此后，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伊斯兰

国”等萨拉菲极端组织先后崛起。 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与萨拉菲主义存在何种关

系？ 它们是否真正践行了萨拉菲主义的理念？ 如果是，它们又是采取何种方式加以

践行的？ 如果不是，它们的行为是否能够涵盖萨拉菲主义的全部实践类型？ 英文文

献从宗教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学术论争。
第一，围绕萨拉菲主义的理念与实践的关系，学界就“三分法”及其解释力的问

题展开了论争。
虽然萨拉菲主义在核心教义上具有统一性，但对教义的解读却五花八门，从而

导致萨拉菲组织出现了内部身份认定与目标实践的种种歧义。 ２００４ 年，国际危机组

织（ ＩＣＧ） 在针对印度尼西亚萨拉菲主义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 “纯洁主义者

（ｐｕｒｉｓｔ）”的概念，该报告认为只有信仰坚定，摈弃使用一切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的

组织或个人，才是真正的萨拉菲主义者，即纯洁主义者。① 库因坦·维克托罗维茨则

认为，宗教信仰可以衍生出多种实践手段，实践的差异不能抹杀理念的同质性。 据

此，他根据实践手段的不同，将萨拉菲主义分为“纯洁萨拉菲”（非暴力、排除政治性

因素）、“政治萨拉菲” （以合法方式参与政治）、“圣战萨拉菲” （以暴力方式变革政

治），初步形成了萨拉菲主义实践论的“三分法”范式。②

具体而言，维克托罗维茨将萨拉菲主义的实践形式归结为宣教、政党活动与暴

力“圣战”三类，以此区分萨拉菲主义实践的不同行动目标。 他认为，纯洁萨拉菲派

致力于追求宗教的“认主独一（ ｔａｗｈｉｄ）”；政治萨拉菲派代表了反抗权威的宗教政治

力量，目的是以和平方式建立符合自己立场的伊斯兰教法统治；圣战萨拉菲派形成

之初支持通过暴力手段建立“伊斯兰国家”，以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随着苏联

的撤军，圣战萨拉菲派所释放出的暴力因素已出现失控的迹象。③ 伯纳德·海卡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ａｙｋｅｌ）在此基础上分析指出，当代萨拉菲主义的实践形式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臭名昭著的圣战派”号召采取暴力手段推翻现行政治秩序，建立

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家；第二，主张在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开展非暴力的政

治运动，这些人常被称为行动主义者，往往接纳穆兄会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念，寻求

影响政治改革和参与政权建设；第三，以纳斯尔丁·阿尔巴尼（Ｎａｓｒｅｄｄｉｎ Ａｌｂａｎｉ）与
沙特阿拉伯官方承认的学者、组织为代表，采取不参与政治的立场和更加传统的世

·９３·

①

②
③

ＩＣ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Ｗｈｙ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ｓｔｌｙ Ｄｏｎｔ Ｍｉｘ，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４．

Ｑｕｉｎｔａｎ Ｗｉｋｔｏｒｏｗｉｃｚ，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 ２０８．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１７－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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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禁止加入任何政治组织或采取政治行动，并反对暴力。①

“三分法”范式一经提出，便成为当前萨拉菲主义实践论研究的主流话语，但这

一划分方法界限分明的特点也导致了其解释力的不足。 乔阿斯·瓦格梅克斯（ Ｊｏａｓ
Ｗａｇｅｍａｋｅｒｓ）指出，“三分法”导致各类萨拉菲主义出现身份指代模糊的问题，纯洁萨

拉菲主义者也可以使用暴力手段来践行其宗教目标。 例如，穆罕默德·马克迪西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Ｍａｑｄｉｓｉ）是公认的纯洁主义者，但其主张却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
核心思想来源。② 西蒙·科蒂（Ｓｉｍｏｎ Ｃｏｔｔｅｅ）则认为，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萨拉菲主

义，都可能使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很难截然以“暴力与否”对萨拉菲主义者进行划

分。③ 洛伦佐·维迪诺（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ｉｄｉｎｏ）等人则通过对索马里“青年党”进行了个案

研究，发现作为萨拉菲主义组织的“青年党”，既可以使用暴力手段，也可以使用和

平、合法的政治手段影响索马里的国家发展进程。④ 同样，斯提格·汉森（ＳｔｉｇＪａｒｌｅ
Ｈａｎｓｅｎ）也指出，“青年党”可能兼具和平与暴力的实践属性。 索马里国内主张和平

传播萨拉菲主义的松散组织“新萨拉菲主义（Ｓａｌａｆｉｙａ Ｊａｄｉｄａ）”与“青年党”存在千丝

万缕的联系，许多“青年党”成员都是“新萨拉菲主义”组织的追随者。⑤ 对“青年党”
的案例研究凸显了“三分法”解释的局限性。

通过分析上述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萨拉菲组织及其实践形式并不像维克托罗

维茨的“三分法”那样可以简单对应，不同类型的实践与萨拉菲主义者的身份并无直

接联系。 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分法”的确在构建研究范式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在此基础上，学界从其他角度对萨拉菲主义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

第二，就萨拉菲主义的具体实践问题，学界分别从教团实践、政党政治实践与暴

力实践进行了阐释。
在萨拉菲主义的教团实践方面，英文文献的研究已从抽象的教义阐释转向具体

的个案分析，并就萨拉菲主义教义达成了基本共识。 他们普遍认为，所有的萨拉菲

主义者都应严格践行《古兰经》与“圣训”，避免任何形式的宗教创新。 “认主独一”
是各种萨拉菲主义者追求的精神信仰，这亦是萨拉菲主义宣教的基础。⑥ 在个案研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荷］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７－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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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面，伯纳德·海卡尔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提出沙特国内的萨拉菲主义力量具有

温和属性，但自主性不足，总体表现为受沙特阿拉伯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温和萨

拉菲主义，更趋传统与保守。①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萨拉菲主义政党与暴力组织日

渐活跃，学界对萨拉菲主义实践的关注点也更为多样。
在萨拉菲主义的政党政治实践方面，英文文献目前多以个案研究为主。 他们认

为，萨拉菲主义的政党政治实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一是迎合现有政治体系，并
融入其中；二是以批判的姿态，在融入现行政治体系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 其中主

要有三种模式：首先，依附模式。 史蒂夫·门罗（Ｓｔｅｖｅ Ｌ． Ｍｏｎｒｏｅ）认为，在特定政治

环境下，科威特与巴林的萨拉菲势力不仅参政，而且易受到政治褒奖与现实政治权

力的左右，从而改变其政治立场。② 其次，批判模式。 哈利勒·阿纳尼（Ｋｈａｌｉｌ ａｌ⁃
Ａｎａｎｉ）指出，埃及国内的“萨拉菲宣教（Ｓａｌａｆｉ Ｃａｌｌ）”组织虽然保留了远离政治、和平

宣教的宗教立场，但它通过对世俗政权的抗议又体现出该组织极强的政治属性。
２０１２ 年后，由“萨拉菲宣教”组织组建的“光明党” （ａｌ⁃Ｎ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参加埃及议会选

举，践行萨拉菲主义的政党目标。③ 尽管如此，阿什拉夫·谢里夫（Ａｓｈｒａｆ Ｅｌ⁃Ｓｈｅｒｉｆ）
却认为，埃及“光明党”在议会选举中只是“昙花一现”，其反世俗、反西方的政治立场

决定了“光明党”无法在埃及政坛中谋得优势地位。④ 最后，主导模式。 莫妮卡·马

科斯（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ｒｋｓ）对当前活跃于突尼斯政坛的“复兴运动（Ｈａｒａｋａｈａｌ⁃Ｎａｈｄａ）”进
行了历史回顾，⑤弗朗西斯科·卡瓦托尔塔（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则从比较政治学的

视角对该政党的政治理念进行了阐释。⑥ 两人的研究表明，“复兴运动”具有温和的

政治立场，它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长期影响突尼斯政坛，并一度主导了突尼斯的政

治进程。
围绕萨拉菲主义的暴力实践，学界主要形成了“思想派”与“实践派”两种观点。

“思想派”认为，萨拉菲主义的暴力实践本质上是“语言的暴力”，即宣教话语中的极

端化倾向。 埃斯波西托指出，赛义德·库特卜的一系列激进言论成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萨拉菲主义暴力实践的核心表现。⑦ 维克托罗维茨则认为，诸如伊本·泰米

叶、阿卜杜·瓦哈卜、阿布·毛杜迪、赛义德·库特布等萨拉菲主义思想家，为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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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挑战主流宗教经典的全新阐释，这些阐释以极端化为特征，影响了后世萨拉

菲主义思想家的立场及言论。① “实践派”认为，萨拉菲主义的暴力实践是“行动的

暴力”，即通过恐怖主义等方式彰显自身理念，实现自身目标。 马克·斯托特将“基
地”组织的活动视为“组织网络型”的“圣战”实践，它以各地的“圣战”组织为基础，
制造恐怖主义袭击，并致力于构建全球“圣战”网络。② 洛伦佐·维迪诺等人通过对

“青年党”的研究指出，该组织与“基地”组织不同，其“圣战”实践是“割据建国型”
的，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③ 此后，国际危机组织对“伊斯兰

国”组织的研究也表明，该组织具有强烈的领土扩张欲，其暴力实践也属于“割据建

国型”。④

三、 萨拉菲主义的地缘政治影响评估

在萨拉菲主义的旗号下，一批极端组织的活动不仅对地区政治安全构成威胁，
更对全球体系造成了多方面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学界主要从地缘政治的研究视

角，围绕萨拉菲主义对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及全球体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萨拉菲主义对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因国情不同而呈现差异，学界的研究

主要以典型国别案例为主。
在学界看来，萨拉菲主义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至少产生了三种不同程度的影

响。 其一，萨拉菲主义的复兴助推了国内民众回归宗教传统的浪潮。 国际危机组织

在分析突尼斯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后认为，这一宗教思潮已深入到穆斯林生活的方方

面面，突出表现为通过宗教领袖个人魅力的塑造唤起民众的顺从意识，并推动国内

政治的“萨拉菲化”。⑤ 具体而言，萨拉菲主义者实施的暴力行动导致社会舆论转向，
不仅导致民众盲从，甚至政治议题也趋向极端化。⑥ 不过，卡瓦托尔塔却认为，作为

突尼斯政党，“复兴运动”致力于推行议会民主政治，不同于圣战萨拉菲组织“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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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 Ｓｔｏｕｔ， “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ａｌａｆｉ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０， ２００９， ｐｐ． ８７６－８９２．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Ｖｉｄｉｎｏ，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Ｐａｎｔｕｃｃｉ ａｎｄ Ｅｖａｎ Ｋｏｈｌｍａｎ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 ２１８．

ＩＣ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ｒｃｈ １４，
２０１６， ｐ． １５．

ＩＣ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１２．

ＩＣ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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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支持者（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因此要区分突尼斯国内不同派别的萨拉菲主义及其

影响。① 其二，萨拉菲主义构成对世俗化政体的挑战，引发政治动荡。 谢里夫指出，
“萨拉菲宣教”下属政党“光明党”参与埃及议会选举，在埃及国内掀起一股政治萨拉

菲主义的浪潮。 它们与穆兄会的不欢而散，及其内部政见不合为埃及政局平添变

数。② 戴维德·戈登斯汀—罗斯（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则认为，这一宗教浪潮对

世俗政权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埃及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萨拉菲“圣战”运动的中心。③

其三，萨拉菲主义的复兴在一些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斯汀格·汉森认

为，“青年党”在索马里的萨拉菲主义宣传与暴力实践已使该国分崩离析。 截至目

前，“青年党”在军事上也未彻底失败，它占据广大农村地区，坚持游击战术，使国家

处于冲突的常态之中，并面临瓦解的危机。④

萨拉菲主义对欧美国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其表现更加复杂，呈现出截然不

同的后果。 亚历山大·卡尼什认为，车臣境内的多数非车臣籍士兵是受到全球“圣
战”思想影响的激进萨拉菲主义者，他们试图毁灭当地“偏离了伊斯兰正统的宗教习

俗”，这引发了 １９９９ 年以来的多次战争。 在战争中，萨拉菲主义者的身份更加凸显，
诉求更为明确，使战争逐渐演变为难以调和的宗教冲突。⑤ 阿努瓦·伯哈尔斯

（Ａｎｏｕｓａｒ Ｂｏｕｋｈａｒｓ）试图揭示出萨拉菲主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他指出，“法国伊斯

兰联盟”（ＵＩＯＦ）、德国的“伊斯兰学会”（ ＩＧＤ）、英国的“伊斯兰理事会”（ＭＣＢ）等欧

洲本土的萨拉菲主义组织都持和平立场，在促进穆斯林融入当地社会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也因此获得了所在国的官方认可。⑥

其次，萨拉菲主义对地区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围绕萨拉菲主义反政府武装展

开，学界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共识。
第一，地区政治、社会环境的失序，为萨拉菲主义反政府武装的活动提供了舞

台。 艾哈迈德·穆萨里指出，在阿富汗及周边地区，当地的政治混乱与无政府状态

使其逐渐成为全球“圣战”思想的策源地；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各类伊斯

兰思想在这一地区获得了自由传播的空间，并成为各类极端主义思潮的“大熔炉”。⑦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５， ｐｐ． ７７２－７７３．

Ａｓｈｒａｆ Ｅｌ⁃Ｓｈｅｒｉｆ，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ｓ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Ｐａｒｔｓ ３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４－１７．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ａ Ｖａｓｓｅｆｉ，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Ｊｉｈａｄ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２， ２０１２， ｐ． ８３３．

ＳｔｉｇＪａｒｌｅ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３， ｐ． １１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ｎｙｓｈ，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ｕｆ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ｔｏ Ｈａｄｒａ⁃
ｍａｗ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４， ２００７， ｐ． ５０６．

Ａｎｏｕｓａｒ Ｂｏｕｋｈａｒｓ， “ Ｉｓｌａｍ，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ｉ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３， ２００９， ｐ． ３０１．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ｐｐ． 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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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赞恩（Ｊａｃｏｂ Ｚｅｎｎ）通过对中亚地区萨拉菲主义的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国家

边界的管控不力以及跨境犯罪的猖獗，使萨拉菲主义中的极端思想大行其道。 １９９１
年成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主要活跃在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各国对其都鞭长莫及。① 安

吉尔·拉巴萨（Ａｎｇｅｌ Ｒａｂａｓａ）指出，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苏丹国家治理能力的缺

失，为“基地”组织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② 大卫·安德森（Ｄａｖｉｄ 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
人指出，索马里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及非洲之角国际关系的失序，使青年党能够在这

一地区进行宗教蛊惑，成功吸收了大量外籍成员，并策划实施了多起跨境袭击。③

第二，萨拉菲主义反政府武装的跨境活动导致安全问题外溢，引发地区安全危

机。 雅各布·赞恩认为，２０１１ 年成立于哈萨克斯坦的极端组织“哈里发斗士（ Ｊｕｎｄ
ａｌ⁃Ｋｈｉｌａｆａ）”以跨境袭击为主要活动方式，不仅流窜于中亚多国，而且威胁到美国在

阿富汗军事基地的安全。④ 在非洲，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对此，学界普遍认为，以非

洲萨赫勒地区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动荡弧（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已初步成形。 马特·
布莱登（Ｍａｔｔ Ｂｒｙｄｅｎ）认为，“青年党”通过宗教动员的方式，已在埃塞俄比亚与肯尼

亚境内的索马里人中掀起了分离浪潮。⑤ 弗吉尼亚·科莫丽（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ｍｏｌｌｉ）指

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活动早已越过国境，并对西非乍得湖（Ｌａｋｅ Ｃｈａｄ）流域国

家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⑥ 本杰明·麦安格瓦（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ａｉａｎｇｗａ）通过对“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研究发现，该组织通过影响图阿雷格人（Ｔｕａｒｅｇ），将势力范围扩张

到阿尔及利亚、利比亚、马里、尼日尔等国，并成为 ２０１２ 年马里内战的重要破坏力量。⑦

第三，萨拉菲主义反政府武装呈现相互呼应的态势，使其影响更为复杂。 早在

２００５ 年，马尔克·赛奇曼（Ｍａｒｃ Ｓａｇｅｍａｎ）指出，“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不仅呈现出个

人化与组织化并存的特征，更是一种广泛联系的组织网络。⑧ 雅各布·赞恩在跟踪“哈
里发斗士”组织的行动后认为，该组织在阿富汗所进行的恐怖袭击，有与“基地”组织合

作的意图，势必增加中亚的反恐压力。⑨ 而丹尼尔·阿格比伯阿（Ｄａｎｉｅｌ Ｅ． Ａｇｂｉｂｏａ）在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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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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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Ｊａｃｏｂ Ｚｅｎ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Ｋｕｅｈｎａｓ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 ４．

Ａｎｇｅｌ Ｒａｂａｓ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Ｄａｖｉｄ 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Ｃｌ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３，２０１５， ｐ． ５３８．
Ｊａｃｏｂ Ｚｅｎ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３．
Ｍａｔｔ Ｂｒｙｄ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ｒ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ｐ． ２．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ｍｏｌｌｉ，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５７，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１０－１１４．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ａｉａｎｇｗａ，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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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青年党”问题时也表示，在萨拉菲主义的旗帜下，该组织已与“博科圣地”、“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实现了联动，并在人员训练、资金转移等方面进行了合作。①

最后，在“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已出现一个遍及全球、与西方主导的

国际体系相抗衡的萨拉菲主义“圣战”网络。
第一，“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在全球的传播，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士参与“圣战”。

斯科特·托马斯指出，“基地”组织通过对“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宣扬，对不同国

家、不同种族的人群产生了持久吸引力，并超越了以往的教派界限，模糊了人们对宗

教教团与恐怖组织的认识。 而“基地”组织则注重借用教团组织的全球网络为自身

服务。② 克里斯蒂娜·黑尔米希（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Ｈｅｌｌｍｉｃｈ）认为，“基地”组织通过宣扬全

球“圣战”理念吸引大量外籍士兵加入该组织并接受培训，充实了自身力量。③ 乔

治·约菲（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é）在考察萨拉菲主义反政府武装的成员构成后发现，外籍士兵

人数呈增长态势，这与“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全球扩散有关。④ 不过，托马斯·黑

格海默（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ｇｇｈａｍｍｅｒ）却认为，大量外籍士兵的出现可能会把萨拉菲主义从

全球“圣战”引向民粹主义，造成“本土派”与“外来派”间的冲突。⑤

第二，“独狼”现象与“回流”效应等共同反映出“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全球

联系网。 洛伦佐·维迪诺指出，萨拉菲主义依托血缘、地缘乃至业缘关系，通过熟人

之间的口耳相传、示范作用等民间渠道扩大了全球影响力。⑥ 克里斯蒂娜·黑尔米

希指出，“基地”组织向各国输送了一批“圣战分子”。⑦ 针对其中的“独狼”现象，杰
弗里·西蒙（Ｊｅｆｆｅｒｙ Ｓｉｍｏｎ）认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传播为“独狼”的产生提

供了重要条件，而在每个“独狼”的背后，都有着广泛的支持体系。⑧ 戴维德·戈登斯

汀⁃罗斯对一起美国本土枪击案分析后发现，作为意识形态的萨拉菲主义已经对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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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８００－８１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ｇｇｈａｍｍ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ｈ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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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 ２２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Ｈｅｌｌｍｉｃｈ，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Ｆｒｏｍ Ｈｙｐｏｃｒｉｔｅｓ ｔｏ Ｓａｌａｆｉ⁃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ｐ．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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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人同情极端组织，或积极成为其中一员。① 斯汀

格·汉森以“青年党”为例，分析了两种恐怖分子的“回流”（ｂｌｏｗ⁃ｂａｃｋ）模式：一是海

外索马里人返乡加入“青年党”；二是“青年党”外籍成员在索马里受训后返回所在国

家，制造袭击。② 纳希德·卡比尔（Ｎａｈｉｄ Ａｆｒｏｓｅ Ｋａｂｉｒ）则分析了海外资金回流的问

题，他发现生活在英美等国的索马里人会向国内汇款，并使“青年党”受益。③

第三，“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对“乌玛”的暴力推进，最终可能将

解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阿卜杜勒·阿特旺（Ａｂｄｅｌ Ａｔｗａｎ）认为，“基
地”组织编织起一套以萨拉菲主义为中心的全球网络，从内（“乌玛”观念）、外（全球

“圣战”）两方面解构了民族国家。④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

崛起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指明了新的方向，即取代现有民族国家体系，建构新的“哈
里发国家”体系。⑤ 海琳·甘布希尔（Ｈａｒｌｅｅｎ Ｇａｍｂｈｉｒ）通过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世

界各地分支的追踪发现，该组织接受“博科圣地”的“效忠”，反映出前者更注重“全球

声誉”与影响，而非对更多领土的占有，这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理念相对立，因而

对现代国际体系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胁。⑥

四、 余论

英文文献中的萨拉菲主义研究呈现出题材多样、观点多元的特征。 他们围绕萨拉菲

主义的宗教属性与政治属性、宗教实践与政治实践、宗教影响与政治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索与争鸣。 尽管学界在萨拉菲主义特别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力评估方面

基本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围绕萨拉菲主义本体论与实践论的争论仍在继续，并产生了许多

西方语境下特有的理解困境与阐释难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学界对萨拉菲主义的研究在认知视角上深陷安全化思维的困境。 无论是

对萨拉菲主义的本质定性（组织性存在或思潮性存在），还是对它的实践论阐释（“三
分法”），都形成了普遍性的安全化范式，安全问题成为贯穿研究始终的核心命题。
这种范式以西方式的概念界定为出发点，无论是对萨拉菲主义思想、主张等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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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还是对其实践、影响等外延的探索，都表现出强烈的“条块化”认知特征。 这无

疑是理解萨拉菲主义的一种切入方法，但据此理解的萨拉菲主义，本质上还是一个

政治问题，而非萨拉菲主义本身。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界更加深入地理解萨拉

菲主义本身的教义思想，并在某种意义上对萨拉菲主义进行了不恰当的泛化处理，
例如给所有极端组织都贴上“萨拉菲主义”的标签。

其二，在安全化思维与范式的主导下，学界研究萨拉菲主义的方法论长期无法

摆脱“建构”与“解构”的二律背反。 从本质上看，萨拉菲主义应是思潮与组织的统一

体，二者不能简单割裂开来。 但学界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都只紧盯问题的一个方

面，并进行“不及其余”的演绎。 对萨拉菲主义实践形式的研究，学界长期流行的“三
分法”确实揭示出了部分真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对该问题的理解。 事实上，
纯洁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在内涵和实践上都存在大量重

合之处，无法截然三分。
任何学术问题都无法摆脱其特有的时代特征。 上述问题的出现同样反映出

“９·１１”事件对西方学界研究关注点的影响，毕竟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需要对“敌
人”做出具体、明确的定位。 恐怖主义是一个相对大而无当的范畴，而在伊斯兰教思

想中，宣扬激进思想、主张与西方对抗的萨拉菲主义组织更容易辨识，对其核心主张

与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就呈现集中化的趋势。① 不过，这种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西方社会的困惑，带有特殊的时代与意识形态烙印。 从根本上讲，学界对萨拉菲

主义的研究仍没有能够全面把握其本质属性，经常出现将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划

等号的简单化判断，并深刻影响着大众传媒的报道倾向，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

西方各国政府的政策制订。③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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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萨拉菲主义 ／ 瓦哈比主义介入全球反政府武装的武器供给》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参见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ｏｎｉｑｕ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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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３。


